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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１９１０—１９６７）是

一位對中國文化深造有得的學者，著作涵蓋小説、宗教、書法、繪

畫、音樂等不同領域。《琴道》（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牶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成書於 １９３８ 年，在中國音樂研

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因以此書爲研究對象。首先爬梳高

羅佩習琴愛琴、撰寫《琴道》的過程；其次論《琴道》一書的内容，

及問世七十餘年來國内外各方評價；第三部分則由《琴道》研探

高羅佩的重要琴學觀點；最後一部分則回歸於撰作的時代環境，

討論《琴道》的書寫策略及高羅佩如何透過此書達成他對於傳

統文人（學者型官員）的想像。高羅佩採用了“出今入古”的書

寫策略，“君子不器”的通才視角，以傳統文人的治學方法，徵引

大量的經史文集，旁及園林、書法等其他藝文，立足於雅俗對立

的傳統音樂史框架，以“三教論衡”形式辯證儒、釋、道的琴曲，

體現了一位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文人雅士的認同

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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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１９１０—１９６７）是

一位傳奇人物，他的本業是外交官，曾經官拜荷蘭駐日本大使，

但他卻觸類旁通，因緣際會成了一位對東方文化———特别是中

國及日本文化———深造有得的學者，著作涵蓋宗教、書法、繪畫、

音樂，甚至包括硯臺、秘戲圖等常人不易涉足的領域。公餘之

暇，鑽研學術之外，高羅佩還舞文弄墨，創作了十餘部以唐代狄

仁傑爲主角的英文暢銷小説《狄公案》。他兼顧了學術研究之

嚴謹與文學神思之富贍，天才横溢，著作等身。臺北的老外交官

胡光麃先生，將他與李約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 Ｋａｒｌｇｅｒｎ）等學者同列，被推崇爲百

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洋客”之一〔１〕。

２０１０ 年是高羅佩百年誕辰，他的博學會通及廣泛成就再度

引起學界重視。其著作如《狄公案》、《中國古代房内考》等書均

已有中文譯本。其音樂研究主要集中於英文撰作的《琴道》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牶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及《嵇康及其〈琴賦〉》（Ｈｓｉ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ｔｅ）二書，尤以《琴道》最能呈現高羅佩對於琴的全面及深

刻理解，但此書始終未有完整中譯本，不能不説是個遺憾。因

此，本文乃以高氏及其《琴道》爲研究對象，探討《琴道》一書内

涵，及由此投射的高羅佩琴學理念、撰作策略等相關問題。

本文首先爬梳高羅佩習琴愛琴、撰寫《琴道》的過程，其次

論《琴道》一書的内容，及問世七十餘年來國内外各方評價，第

三部分則由《琴道》研探高羅佩的重要琴學觀點，最後一部分則

回歸於撰作的時代環境，討論《琴道》的書寫策略及高羅佩如何

通過《琴道》一書達成他對於傳統文人的想像。本文認爲，書中

徵引大量的古籍原典，已顯示高羅佩在知識層面上毫不遜於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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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宿儒，更深入玩索，書裏呈現的琴學觀點也明顯傾向於傳統文

人。本文立論的角度有四：其一，是他出於雅俗的考量，將“琴”

英譯爲琵琶類屬的“Ｌｕｔｅ”；其二，是他以中國傳統樂學爲本而推

演“琴道”理念；其三，他還以儒、釋、道“三教論衡”的概念來理

解琴的美學基礎及樂曲來源；其四，他採用了“去今入古”不追

求現代性的書寫策略。凡此種種，均可見出他的思考模式趨近

於傳統文人。《琴道》體現了一位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傳統知識

分子、文人雅士———甚至可解讀爲對於“他者”———的認同與想

像，這是《琴道》重要特色，也是本文主要的命意所在。

一、 高羅佩及其琴樂因緣

高羅佩 １９１０ 年生於荷蘭祖特芬（Ｚｕｔｐｈｅｎ）〔２〕，１９１５ 年全家

因父親工作變換搬到巴達維亞（雅加達），在印尼完成小學教

育，１９２３ 年回到荷蘭進入中學，１９２９ 年進入荷蘭萊頓大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ｉｄｅｎ）專攻中文和日文，１９３５ 年以《何耶揭唎

婆———馬頭明王古今諸説源流考》獲得烏特列兹大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ｔｒｅｃｈｔ）博士學位，隨後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高羅佩第一個外交職務是擔任荷蘭駐日本大使館的秘書，

自 １９３５ 年起在日本住了 ７ 年，直到太平洋戰爭開始，荷、日兩國

交戰纔撤出日本。１９４３ 年調派爲荷蘭駐重慶大使館一等秘書，

在此邂逅了他的夫人水世芳女士，１９４３ 年年底完婚〔３〕。１９４７ 年

任荷蘭駐美參事。１９４８ 年再回東京，擔任駐日軍事代表團政治

顧問。１９５６ 年出任荷蘭駐黎巴嫩公使。１９５８ 年轉任駐馬來西

亞公使。１９６５ 年任駐日大使，再一次回到他外交工作和學術事

業的發軔源頭的日本，不幸兩年後得了肺癌，病情急遽惡化。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病逝於荷蘭海牙。

高羅佩畢生以外交官的身份從事公職服務國家，但他更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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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而受人矚目的身份卻是一位漢學家。學習語言是高羅佩治學

的入門路徑，據胡光麃先生記述：

他首以學習語言爲其工具，至少通曉十五種文字，荷蘭

文、英文、法文、德文、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中

文、日文、印尼文、梵文、藏文、馬來亞文、阿拉伯文。〔４〕

然而，高氏爲他自己設定的人生方向並不是語言學家，已有學者

指出高羅佩畢生的興趣是在於“人”和“文化”，他在《自傳稿》

裏説：

雖然我很善於學習語言，但我更多地想了解説那些語

言的民族，我並不是想成爲學業有成的語言學家。此外我

還想居住在東方，不是臨時的，作爲訪問的講師或以其他的

學術身份，而是長年的和以正式的身份，以便够積極參與那

些國家裏的生活。〔５〕

單純的學者或教授生活顯然不能滿足高羅佩，因此，擔任外交

官，並藉由外交官一職所提供的便利深入異國文化，讓自己得以

繼續關於“人”的研究，纔是高羅佩爲自己規劃的理想人生藍

圖。外交官是職業而非志業，自由自在的研究工作纔是他的最

愛。天資高的人或許不免一些遊戲玩世的性格，高羅佩不願完

全依循公務體系的成規辦事，作研究也不願囿於單一的學術領

域。因此我們看到他一生之中屢屢挑戰長官，輕忽制度〔６〕，以

高度的好奇心探索各種新的研究課題，並且享受外交官生活所

附帶的觥籌交錯、醇酒美人的生活。

同樣在《自傳稿》中，高羅佩陳述了他的學術方向：

從 １９３９ 年年底起……就我的科學工作而言，我決定自

己首先想繼續做個漢學家，用日本資料輔助自己對中國的

研究。……我從此始終堅持了這條工作路綫，這從我所有

出版物中反映出來。〔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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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漢學廣泛而全面的關注，讓高羅佩把目光落到了中國七絃

琴上。就個人寓目資料來看，他在萊頓大學讀書時已在作品裏

提到了七絃琴。１９３５ 年出任荷蘭駐日大使館秘書以後，他對日

本文化源頭的中國産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巴嘉迪和萬蓮琴在

《大漢學家高羅佩》一書中説：

他的理想是要成爲一個傳統的中國式學者型官員，他

也正在成功地走向這個目標，但他意識到自己還缺乏這種

官員的本質特徵。彈奏中國的七絃古琴是這些特徵之一，

所以他開始研究有關該樂器的中國文獻，在古董商那兒觀

看該樂器，向他新中文老師、朋友孫湜以及他能够求教的人

打聽有關情況，然後（在北京）買了那張古琴。〔８〕

所謂“中國式學者型官員”，本文稱之爲“文人”。“學者型官

員”實爲廣義“文人”的一部分，其活動場域、人生經歷與一般文

人容有不同，但其文史教養與傳統文人殊無二致；本文意在强調

高氏對於文人詩酒風流、卓爾不群生活的嚮往，因而以“文人”

稱之。根據以上引文，高羅佩開始學琴的時間可以獲得確認；高

結識孫湜，是通過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的介紹，時間必在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許世英到任日本大使之後，也是高抵達日本大半年以

後〔９〕。其次，高羅佩的學習動機因爲七絃琴是“中國式學者型

官員”特徵之一；且不論當代“中國式學者型官員”是否還抱持

著撫琴修身的理想，這種想法其實是將七絃琴視爲知識分子

“外鑠”而來的附加價值，欠缺了對於音樂主體的渴求想望。然

而，在撰寫《琴道》的過程中，高氏這種裝飾性的外鑠動機應是

逐漸内化，産生了寄頓情志的傾向，終於轉而爲對於傳統文人的

想像。

繼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結識孫湜以後，高羅佩開始蒐集七絃琴有關

書籍文獻，９ 月，藉出差北京之便，開始首次中國學琴訪師的探

索。《大漢學家高羅佩傳》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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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到達北京。……向葉詩夢大師學習

彈奏中國古琴，並把自己的古琴書獻給了這位大師，然後買

了一張漂亮的舊古琴。……臨行前高羅佩上了最後一堂古

琴課，再一次逛了書店，付清欠款後，告别了北京。他 ９ 月

３０ 日動身，１０ 月 ４ 日回到了東京。〔１０〕

此處提到的“葉詩夢大師”即是遜清貴族、著名琴人葉詩夢

（１８６３—１９３７）。他原姓葉赫納拉，名佛尼音布，號師孟，後改詩

夢，其父爲晚清兩廣總督瑞麟，姑姑即是慈禧太后。高羅佩在

《十八琴士題詩夢先生遺像》題記中記載兩人初見：

丙子秋謁詩夢先生於宛平，請受琴學，先生出示所藏

“昆山玉”，爲鼓《良宵引》，聲韻鏗鏘，知此爲周魯封舊物，

乃稀世之珍。〔１１〕

“昆山玉”是葉詩夢所藏六張名琴之一〔１２〕，以此鼓琴待客，可見

他十分重視高羅佩的來訪。《良宵引》在琴曲中算是入門小曲，

高既然“請受琴學”，《良宵引》應該即是葉詩夢傳授高羅佩的啓

蒙琴曲。因爲是畫上題記，只能寥寥數語略見梗概，但這已是高

羅佩自述學琴履歷最清楚的資料。

這段師弟琴緣爲時甚短，高羅佩初次拜謁葉詩夢時，葉已

７４ 歲高齡，次年 １９３７ 年即逝世。葉以貴公子而精於藝文〔１３〕，

即使清室覆亡，家道中落，其舉止風度想必仍凝聚了貴胄世家的

典雅高華，讓高羅佩這位“洋客”佩服得五體投地，念念不忘，兩

年後他出版的《琴道》一書在扉頁上即寫明是獻給葉詩夢〔１４〕，

又手繪《十八琴士題詩夢先生遺像》“遍請中國友人題詠”〔１５〕，

可見葉詩夢對高影響之深。

此次北京之行雖僅 ２０ 天，卻開啓了高羅佩學琴的門徑。

《大漢學家高羅佩傳》記載他回到東京後，在東京找老師繼續學

習，他在《自傳稿》裏也留下了“在東京，我每天都彈奏古琴”的

記載，從此“癖嗜音樂，雅好鼓琴”〔１６〕。至於他嫻熟的曲目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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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習琴心得如何？琴藝高下如何？相關資料並不詳盡。他的

好友陳之邁對高羅佩習琴有如下記述：

他開始對中國琴學作深入的研究，翻譯琴學的典籍，在

古書中探摘有關古琴的記載與吟詠；研究琴譜，從事練習，

並到中國去請名師葉詩夢指導，終於能奏出高山流水

之曲。〔１７〕

此處所謂“高山流水之曲”，並非真正的曲目，而是恭維琴

藝精湛的客套之詞，陳之邁曾説“最可惜的是他不曾以他的琴

音録入聲帶”〔１８〕，因此高羅佩的撫琴造詣如何也無從考究，琴家

張子謙的一段記載倒是透露了些微綫索，《操縵瑣記》卷五記載

了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海的一次琴人雅集：

高君奏《長門》，頗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據云能操

八九曲。異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對於琴學一切，幾無所不

知，洵是驚異。〔１９〕

這是高氏在抗戰勝利後調離中國之前的上海之行，據張子謙前

一日記載：“得（查）阜西電話……並囑邀荷蘭琴友高羅佩作琴

集。”可知此聚是透過查阜西的介紹〔２０〕，高、張二人僅是初識，所

謂“板拍徽位稍差”，可見張子謙對於高的琴藝仍多保留，對於

高的琴學則是備極歎賞———這種評價完全符合高羅佩的歷史定

位，他不是琴人，而是琴學研究者。

１９３５ 年秋由北京回到東京以後，高羅佩一頭栽入了卷帙浩

繁的古琴文獻之中，前引陳之邁所謂“翻譯琴學的典籍，在古書

中探摘有關古琴的記載與吟詠”。《大漢學家高羅佩傳》於此

也載：

他走遍了日本、北京和奉天（瀋陽）的古董店，尋找關

於古琴的古文獻，幾個月裏他每天下午都在東京的日本内

閣文庫裏度過，在那兒發現了重要的古書。最後把一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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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寫下來時，他幾易其稿，請求一些學者朋友評論，而全部

的英文稿件，則由他的英國朋友弗蘭克·霍里修改

潤飾。〔２１〕

兩年後，高羅佩就完成了《琴道》（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牶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其後又接踵著成《嵇康及

其〈琴賦〉》（Ｈｓｉ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ｔｅ）〔２２〕，從他

開始注意於琴，算來不過數年時間，可謂是天才與苦功的

結晶〔２３〕。

二、 《琴道》的内容及評論

《琴道》一書以英文寫成，初稿於 １９３８ 年面世，分三期刊載

於東京上智大學（Ｓｏ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出版的期刊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日本文化誌叢》，１９４０ 年上智大學集結成書出版，

１９６９ 年又出版了修訂本〔２４〕。全書包括七章、四個附録，插圖數

十幀，以及一篇作者自撰的文言文《後序》：“夫此者内也，彼者

外也，故老子曰……”文字頗爲雅潔。全書的内容大略如下：

第一章《概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開宗明義確立了琴爲

文人雅士之器，强調琴同時兼具合奏及獨奏的功能，並引用了

《説文解字詁林》裏琴的各種字形，由文字學角度詮釋琴的源流

發展及琴在日本的流傳。

第二章《中國古代音樂思想》（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基本上是以儒家音樂思想爲基礎，介紹《樂記》之中以

禮統樂、禮樂偕配、“聲音之道與政通”等禮樂治國的音樂觀。

高羅佩是位外交官，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及政治敏感度，因而對

於《樂記》所揭示的音樂與政治的密切關聯，或音樂如何從屬於

政治以達成理想的治理成效具有高度的興趣。

第三章《琴學研究》（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是書中内容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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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章，也是全書的主體。第一節《資料》（Ｓｏｕｒｃｅｓ）説明研究資

料來源，第一類是散見於古籍中有關琴的資料（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ｕｔｅ），其次是琴學專著（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ｔｅ），其三則是琴譜（Ｃｈｉｎｐｕ）。所謂的“散見資料”，以今日

眼光來看或許猶嫌不足，在當時已可謂豐富多元。琴譜的取用

是本書的特點之一，高羅佩指出明代以後有大量的琴譜問世，但

每以教學爲目的，印刷質劣量少，但可能涵蓋較多音樂資料或特

殊曲目，由文人官員所印的琴譜質量較佳，學術背景較廣，但音

樂性也可能相對疏略。在此之前，琴譜很少被視爲研究素材，高

氏首開生面，將琴譜納入研究範疇，不能不説是他的别具隻眼。

第三章第二節《起源及特點》（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正式

處理了“琴道”所謂“Ｃｈ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的問題，高羅佩由中國音樂

史探討琴道之所以生成，歸納了儒、道、釋三家在琴道中的體現。

他分析了這三家思想内涵如何在歷史長河的演進裏逐步投射到

琴中，使得琴道成爲儒、道、釋思想的匯聚，這一番論述可以説是

琴學的“三教論衡”。他指出隋唐以下胡俗之樂越流行，雅樂越

衰微，而琴越能獲得孤高自賞、執著儒家雅樂傳統的文人的重

視，反而促成了琴的一脈長存。如此，高羅佩以爲儒家奠定了琴

道的基礎，道家豐富了琴道的内涵，而佛家之琴爲琴道增添了異

國風 味。第 三 節 《琴 人 儀 止 及 規 範》（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論述撫琴的場域空間、彈奏環境及聆賞對象的規

範，如何攜琴，琴童、琴社等，基本上是出於琴譜的一些資料。第

四節《選文》（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ｅｘｔ）則選譯了五篇琴學論文，以顯示琴

道内涵風格的差異。

第四章《曲調的意義》（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ｅｓ），落實

到實際琴曲的層面，分析琴譜中常用的“調意”，並由標題音樂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Ｍｕｓｉｃ）的概念將琴曲分爲“神秘行旅”（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ｅｙ）、“歷史之曲”（Ｔｕｎｅｓ ｏｆ ａ Ｓｅｍ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文學之曲”（Ｍｕｓｉｃ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自然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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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文人之曲”（Ｔｕｎ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ｌｉｆｅ）等五類，並以曲例詳加説明。“神秘行旅”以《廣寒

遊》、《列子御風》爲例，“歷史之曲”以《猗蘭操》、《胡笳十八

拍》、《梅花三弄》爲例，“文學之曲”均與文學作品有關，且多爲

琴歌，舉例如《關雎》、《鹿鳴》、《離騷》、《歸去來辭》等，“自然之

曲”包括《瀟湘水雲》、《高山》、《流水》等，“文人之曲”則以《客

窗夜話》爲例。

第五章《象徵》（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繼前章對於琴曲的分類之後，

本章第一節介紹古琴各部件名稱及其象徵，由琴額、岳山……分

别説明取象來源及象徵涵義，介紹琴器所呈現的人體觀和宇宙

觀。第二節翻譯明代冷謙《琴聲十六法》，以解釋琴的音色和觸

絃手法及其象徵。第三節納入不少明代琴譜甚至其他文獻裏的

圖片，以介紹彈琴指法與手形象徵。

第六章《關聯》（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前三節闡釋鶴、松、梅、劍與

琴的關聯，第四節則翻譯 ２２ 個與琴相關的故事。

第七章《結論》。以下又有附録四種，包含《西方琴學文獻

資料》、《中國琴學文獻資料》、《古董之琴》、《中國琴在日

本》等。

僅就以上非常簡略的内容大綱，已可看出《琴道》内容之閎

富。也許是作者的自謙之辭，高羅佩的初心似乎無意於成就大

部頭的學術著作。在本書的《序》裏，他自陳這是一篇文學性的

“散文”（Ｅｓｓａｙ），僅提供理解琴的門徑，嘗試去描寫琴而已〔２５〕。

雖然如此，翻開這本問世已經 ７０ 年的著作，還是很容易震懾於

這篇“散文”的深度和廣度。高羅佩設想中的讀者並不止於漢

學家，他也希望引起音樂學家的注意。他認爲音樂學家在七絃

琴裏可以發現一個名副其實的寶藏，透過針對琴史料的科學分

析，當代東西學界對於中國古代音樂的理解可以渙然改觀，獲得

革命性的新認知〔２６〕。然而，就出版後的書評看來，漢學界對於

此書贊譽備至，而音樂學界則有不同看法，在評論上出現了南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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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轍的態勢。

較早的評論意見出自 １９４１ 年美國學者施賴奥克（Ｊｏｈｎ

Ｋｎｉｇｈｔ Ｓｈｒｙｏｃｋ）的簡短書評，稱許《琴道》和《嵇康及其〈琴賦〉》

對西方人關於中國音樂的貧乏知識有所補裨，因此“（西方）漢

學家應該爲此而感謝高羅佩博士”〔２７〕。其後 １９６９ 年陳之邁

提出：

《琴道》一書，旁徵博引，中國有關琴學的資料，均精心

譯成英文，附加注釋，精彩部分，並附原文，同時又插入許多

圖片……高羅佩《琴道》一書無疑的是一本權威之作，他將

中國琴學中的專門名詞，尤其琴譜中的特造字，一一加以英

文注釋，使外行也能稍窺其底藴，對於介紹中國古代音樂給

西洋人，其功實不可没。〔２８〕

１９７１ 年美國漢學家顧傳習（Ｃｈａｕｎｃｅｙ Ｓ．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對於 １９６９ 年

《琴道》修訂本的若干修正十分肯定〔２９〕。至 １９９３ 年巴嘉迪和萬

蓮琴仍説：“這兩本書（《琴道》和《嵇康和他的〈琴賦〉》）至今仍

然被視爲經典之作。”〔３０〕１９９７ 年宫宏宇除了徵引陳之邁之説，

還將此書推崇爲“有關古琴諸文之集大成者”〔３１〕，１９９９ 年出版

的前輩琴人謝孝苹的《雷巢文存》指出此書：“命題立論之周延，

闡述精義之深遠，徵引文獻之浩繁，在目前琴學著作中尚罕有其

匹。”〔３２〕直到 ２０１０ 年張萍還認爲這是“研究中國古代琴學的權

威之作”〔３３〕。以上這些説法或深刻，或浮泛，或不免溢美夸飾，

但大抵是衆口交譽，給予高度的推崇肯定。

音樂學界讀者則對此書持批判性的態度。著名琴人、琵琶

名家呂振原（Ｔｓｕｎ Ｙｕｅｎ Ｌｉｕ），１９７１ 年針對修訂本發表書評，在

介紹了書的内容，指陳了人所共見的一些優點之餘，以音樂家的

身份，首度指出高羅佩雖談“調意”，卻未觸及何謂真正的 Ｍｏｄｅ

（調意，即調式主音），也未討論琴如何定絃調絃，甚至未曾提及

七絃琴譜欠缺節拍標記這一重要特徵。他指出，高羅佩論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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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點“文學層面”重於“音樂實踐”（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民族音樂學家可能視之爲重大缺憾”〔３４〕。繼此

之後，１９８１ 年屈志仁（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ｔ）發表《琴與中國文人》（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提及高羅佩認爲琴之所以日趨没

落，原因之一是琴的技巧繁複且文人操縵對於每一獨立音符的

重視甚於連續音組織的旋律綫〔３５〕。就此，屈志仁先生明白指出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ｗａｓ ｗｒｏｎｇ”（“高羅佩錯了”）〔３６〕。這些不能視之爲

無的放矢的批評，説明《琴道》雖然體大思精，但在音樂層面上

確實闡述不足，理解有限。也許由於作者的寫作策略是由文化

角度切入，也可能作者習琴時間尚短，寖淫琴藝未深。基本上，

《琴道》介紹中國音樂給西方世界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至於博

採群籍、立論全面，也是人所共見的特點，但音樂性的欠缺則可

視爲本書最大的遺憾〔３７〕。

三、 “去彼取此”———由《琴道》
論高羅佩琴學觀點

　 　 以上概略指陳《琴道》的大概内容及各方評價，要理解這樣

一部徵引宏富的長篇巨製，不可不探究高羅佩個人的琴學觀。

以下闡釋《琴道》之中值得分析辯證、且能代表高氏琴學觀的三

個重要議題，並試圖以己見加以評析：一是“琴”的名稱英譯，二

是“琴道”之“道”的生成，三是琴道内涵的“三教論衡”。“去彼

取此”語出《老子》〔３８〕，高羅佩用於《琴道·後序》：“夫此者内

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由此，很清楚地顯示了

高羅佩對於琴學，確實有其個人的權衡取捨，因而用爲本節

之名。

（一）琴的英文譯名

高羅佩將中國七絃琴譯爲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魯特琴），這早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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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衆多學者議論。高氏在《序》中討論譯名的選擇，説：

爲一個東方樂器選擇相對的西方譯名時，我們勢必要

就其外形或文化意涵有所斟酌；以前者而言，最適於琴的譯

名當爲“齊特琴”（ｃｉｔｈｅｒ），但因琴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

位，筆者更傾向取決於後者，於是採用了一個遠古以來在西

方世界即與典雅藝術、詩人吟詠密切相關的詞彙。琴因而

被譯爲“魯特琴”，而“齊特琴”則被保留用於另外兩種看來

與之更爲相似的瑟和筝。〔３９〕

顯然高羅佩並非不了解以外形而言琴與 Ｃｉｔｈｅｒ 最爲接近，但他

更由文化層面思考，認爲 Ｌｕｔｅ在歐洲文化經常指向詩人詠歎及

藝術文娱，與琴在中國文化裏作爲文人雅士賞心有侣、詠志有知

的良朋角色庶幾近似。因而琴在本書中被譯爲 Ｌｕｔｅ，且更進一

步，將 Ｃｉｔｈｅｒ的譯名保留給筝、瑟，以清楚區隔琴與筝、瑟之不

同，避免西方讀者的混淆。

但高羅佩這種忽視樂器外在形制、强調樂器文化意義的作

法並不能得到音樂學家的認同，１９６９ 年修訂版的《序》中有一個

注脚特别提及樂器學權威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１８８１—１９５９）的來信〔４０〕：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博士來信表示，以他的意見譯爲“魯特”是

“錯誤的”，因爲此種譯法會使得西方讀者對於琴的形狀結

構有錯誤的理解，他建議可用“薩泰里琴”Ｐｓａｌｔｅｒｙ 取

代。……當我選擇“魯特”作爲琴的譯名時，我的目的是向

一般讀者傳遞這種樂器及其音樂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另

一方面，“薩泰里琴”已經湮沉不彰、棄置不用數世紀之久，

許多讀者對它可能根本不熟悉，因此，我仍然傾向於用“魯

特”來對譯琴，因爲我認爲樂器的内在涵義應該勝於外在

形式。〔４１〕

根據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 廣受徵引的樂器學分類〔４２〕，Ｌｕｔｅ 及 Ｚｉ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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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ｈｅｒ）雖然均屬絃鳴樂器（Ｃｈｏｒｄｏｐｈｏｎｅ），但因爲兩者結構不

同，分别代表了絃鳴樂器之下的兩大屬類〔４３〕。中國的琵琶、三

絃、阮咸、月琴等屬於 Ｌｕｔｅ類，尤其以梨形共鳴箱的四絃曲項琵

琶最具代表性〔４４〕，而具有扁平共鳴箱的琴、瑟、筝則是 Ｚｉｔｈｅｒ

類。由此而言，Ｌｕｔｅ與 Ｚｉｔｈｅｒ 並非如高羅佩認知的僅是“外形”

的差異，而是内在樂器設計與發聲原理上根本結構性的區别，兩

類樂器在樂器學上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類屬。

可以想見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對於高羅佩忽視樂器的結構原理而張

冠李戴一定難以苟同，因而來信很有風度地建議高羅佩：既然

不用 Ｃｉｔｈｅｒ，可否將琴的譯名改用希臘的古樂器薩泰里琴

Ｐｓａｌｔｅｒｙ，至少在樂器結構上較 Ｌｕｔｅ 更爲貼切，但仍爲高羅佩所

拒絶。因爲 Ｐｓａｌｔｅｒｙ在外形雖近，但已是一種老舊過時的樂器，

與琴不可比並而觀，他堅決維護 Ｌｕｔｅ的譯名。

在此，有學者已指出高氏的重點是“ｃｕｌｔｕｒａｌ”（文化的）而非

“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音樂學的）〔４５〕。筆者以爲更牽涉了高氏對於

翻譯的觀念：他希望先求跨文化之間名物的對應（ｌｕｔｅ ／琴），而

不僅止於直接音譯（ｃｈｉｎ ／琴）〔４６〕，而名物之間的對應連結則是

文化爲先。他的立場顯而易見，疏漏也昭然可知。首先，樂器學

是科學上的客觀分類，高羅佩是以他個人對於另一文化的主觀

認知凌駕於客觀科學認知之上，而他所再三强調的“外形”的差

異，其實是他所不理解的樂器學上的“内在”分殊。其次，即使

由文化角度看，每一種文化的衆多樂器自有其位階體系，ｌｕｔｅ 在

中國爲外來物種（在歐洲亦然），與琴根深蒂固的中國本土性截

然不同。ｌｕｔｅ（在中國以琵琶爲代表）與七絃琴不同的“血統出

身”，造就了他們在中國音樂文化體系中的不同地位；琵琶是

“新靡絶麗”的胡樂，而琴所代表的則是文人傳統，兩者一直是

音樂史上雅俗光譜中對立的兩端，文化位階高下判然〔４７〕。如果

由歐洲音樂史來看，吟遊詩人手持 ｌｕｔｅ演唱情歌俗曲以娱大衆，

與中國文人孤高自賞撫琴詠志在本質上也未必全然侔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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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論由中國琵琶，或由歐洲 ｌｕｔｅ 對應於七絃琴，其間的文化

對應關係都是大可疑慮的。除此而外，高羅佩又將琴同一類的

筝、瑟譯爲 ｃｉｔｈｅｒ，如此一來，雖然在名義上避免了西方讀者的混

淆，但是也在名義上徹底抽離了三種原屬同類樂器共同特徵的

指涉，譯名的合理性也因而成爲《琴道》一書備受質疑的一點。

（二）琴道的生成

《琴道》一書英文名爲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似乎僅

止於琴相關知識的集大成，而其副標題“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纔更顯現出撰作的命意所在，在《後序》裏，高羅佩

親自訂定本書中文名稱曰“琴道”〔４８〕。何謂“琴道”？高羅佩自

己解釋説：

“琴道”一詞已見於早期典籍，簡而言之，其義爲“琴的

道路”（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Ｌｕｔｅ），意即琴的内在意義，及其如何體

現於琴以達成感動啓發。……長久以來，琴道的發展始終

欠缺清楚的義界，正因缺乏基礎文本，琴道反因而受惠，得

以逐步吸納各種多元豐富的觀念。〔４９〕

因而所謂“琴的道路”迥非實際層面上琴人撫琴操縵入手的學

習彈奏之路，也非彈琴的教條學説所謂“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５０〕，而是形上層次對於琴的思想觀念的系統性闡釋，並且

以之作爲深入琴中獲致感動啓發的路徑。以“琴道”爲名的文

章雖可以上推至東漢桓譚《新論·琴道》〔５１〕，但“琴道”的内容

始終未曾定於一尊，得以不斷吸取新的文化元素。高羅佩指出

琴道論述在歷史上的開放性，也使得本書他自己建構的琴道系

統有了充分的立足點。

根據中國哲學中所謂“推天道以明人事”精神〔５２〕，人道是

天道的反映投射，因此，“琴道”上應於天，包括由琴而顯現的萬

物所依歸的宇宙律則、下應於人，涵攝了由琴而用治於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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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治國理心的方法。然而，本文還必須指出，這個“道”是在

“琴”上顯現的，必須藉由琴這種特殊的載體纔得以開展或被體

驗。在此意義下，近取諸身的“琴道”，除了形而上的“内在意

義”，還應包括古琴音樂的藝術法則，離不開對實際操作技術、

審美判斷、琴學理論等形而下的“外在實踐”。這一部分略見於

本書的第四章《曲調的意義》（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ｅｓ）、第

五章《象徵》（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但可惜並未進入音樂本身，因此，高

羅佩的“琴道”其實欠缺了極爲重要的一項，即由人至琴的緊密

聯繫以體現琴樂之美的踐履（ｍｕｓ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之“道”。這確實

是本書遺憾之一，因而前人纔有本書屬於“ｃｕｌｔｕｒａｌ”而非

“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評論。

琴道是如何生成的？高羅佩於此有精彩的推演。他以中國

音樂史爲背景，由整體音樂史的發展觀照其中局部的琴，透過兩

者關係的反覆辯證，讓琴道生成且逐步演進的脈絡得以自然浮

現，可謂是全書精華所在。

高羅佩以外國人的眼光觀察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爲拳拳服

膺於古聖先賢載籍記述的中國文人，對於古代社會的一切充滿

了憧憬想像〔５３〕。一旦面對現實情況與文獻記録的落差時，慣常

的思考是反轉文化演進的自然歷程，而傾向於認定遠古時代是

一切美好的頂峰、長存的樂園，慨歎於近世的世風日下，樂園失

落，一切文化遂次第衰微〔５４〕。如此的概念套用在中國音樂史

上，高羅佩論述了以《樂記》爲主的先秦文獻中的音樂思想及雅

樂典範〔５５〕，其次介紹了鄭衛之音横流，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

卧”的先秦音樂實況。兩相對照之下，一面是典籍所載、其實不

彰的古雅祭祀之樂，一面是典籍所無、其實流行的俗樂。高羅佩

由此切入，自先秦鄭衛之音到兩漢樂府，至隋唐胡樂大興，他的

論述牢牢攫住“雅 ／胡俗”、“古籍 ／現實”兩方對立、反差鮮明的

分隔綫，一再鋪陳這種前代典籍之樂與當今現實之樂成爲兩個

對立面相的矛盾關係，最後指出，知識分子在這種典籍閲讀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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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驗不相侔合的緊張之下，“琴道”於是焉出現。他説：

俗樂胡樂越是流行，琴的思想體系越是在古籍記載的

基礎上被擴大、被深化。在這個過程中，俗樂與琴的差異被

再三强化，琴道遂由是建立，並且成爲（音樂以外）完全獨

立的思想體系。〔５６〕

他的基本論點是，後世俗樂愈張狂，則琴道的理想性也愈高昇，

促成了文人更加執著於琴所代表的雅樂傳統，也促成了琴道與

俗樂成爲判然兩途各分畛域的獨立思想體系。高羅佩於此有所

叙説：

在此，琴的重要性變得顯而易見：琴是唯一一種參與

宗廟朝儀的雅樂之器，來自於令人肅然起敬的古老年代，它

具有純粹的中國起源，一直與孔子聖賢之説緊密聯結。同

時，它仍然能在現實生活中私下獨奏，具體顯現了已被定型

於文人載籍中的高尚音樂理想。〔５７〕

此中有一點高氏未曾明言但可意會的關鍵是，《樂記》等古籍文

獻所强調的是“審音知政”、“聲音之道與政通”，音樂關係了國

家大政。後世文人憂國憂民，對現實政治或許無力回天，但堅持

彈奏“參與宗廟朝儀的雅樂之器”的琴，也是對於“孔子聖賢之

説”及政治理想的具體扞衛。琴就如此以微小之身，而成爲維

繫文化命脈的象徵；彈琴，也成爲知識分子讀聖賢書堅持理想的

高尚行爲。

《琴道》初次出版於 １９３８ 年，當時高羅佩尚是年未而立的

青年，能對一種異國文化提出如此深刻而邏輯性强的觀點，不能

不承認他的眼光有獨到之處，但其説並非天衣無縫。首先，不可

須臾或忘的一點是，高氏是一位外交官、政治中人，必須經常蒐

集情報分析政情。當他處理到琴樂中與政治有關的部分，以一

個政治中人的敏鋭，看到了音樂史上儒家雅樂理想不斷横遭摧

７６４“琴道”何在？ 　



毁，俗樂胡樂日益昌盛，也看到了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音樂環境

束手無策。於是，他提出知識分子爲了要延續脆弱的雅樂傳統

而擁抱琴，七絃琴成爲孔子理想國存在的確證。這種觀點其實

是具有政治鬥爭意涵的，因而知識分子對於琴的愛好習玩，其實

是被現實所“激化”的。這種議論否定（至少是忽略）了琴之所

以爲琴，本身就是一種獨具特色的精緻藝術，其藝術之美足以吸

引愛好者；在高氏的筆下，琴的音樂性與藝術性未獲得突顯，反

而將其强調爲文化樣板，甚至雅俗對抗的工具。

其次，我們也必須爲高羅佩緩頰，他畢生“癖嗜音樂，雅好

鼓琴”，不可能只以工具性角度來看待琴；此説其實更大的疏漏

在於不够全面，僅針對琴史發展作片面局部的觀察。琴道的生

成，與其歸因於胡、俗樂興盛的反作用力，其實更應檢視的是魏

晉六朝時期嵇康、阮籍等人所建立的琴學範式，從而影響了當代

的世家大族，甚至出現了所謂“士族琴”的風尚。由此而言，琴

學範式的成立還在胡樂大盛之前，琴學範式的具體表現包括了

琴成爲士族家學門風的一部分，文人以琴彰顯生命，甚至以琴爲

話語策略的作法，歸隱田園以琴書養生自樂的風氣等〔５８〕。後世

所謂“琴道”此時已經略見梗概，不必等到隋唐胡樂大盛的刺

激，纔促成文人團結於琴道的大纛之下。胡、俗樂對於琴道的助

成力量，在高羅佩的筆下明顯地被高估了。

（三）琴道的“三教論衡”

在指陳琴道生成於雅俗對立的歷史背景之後，高羅佩試圖

分析琴道内涵及影響琴道發展的重要因素，他臚列儒、釋、道、文

人心理等四點，一一剖析〔５９〕。

上文已經申論，琴道的生成源於文人對儒家雅樂傳統的執

著，儒家自然是影響琴道的主要因素之一，高氏於此援引“然君

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的儒家觀點〔６０〕。以高氏的觀

察，一方面琴作爲文人之器的特殊地位是琴道的核心精神，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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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琴爲文人之器其實也排除了其他階級的人士如商賈、妓女

等參與琴道，琴因而深入文人生活的私密領域，承接儒家傳統的

文人也成爲合理承接琴學傳統的唯一群體。從道家角度看，琴

可以全生，可以保真，可以返其天心，如琴曲《鷗鷺忘機》正是

《列子·黄帝》裏人“從鷗鳥遊”忘其機心的寫照，《莊周夢蝶》

則是體現莊子物我交流，人與自然會通的例子。高羅佩引楊時

百《琴學叢書·琴學問答》曰：“琴與道家爲最近，宜戒機

心。”〔６１〕此種理念是他撰作《琴道》的根本信仰，《後序》是《琴

道》裏唯一以中文寫作的篇章，於此有更深刻的闡發，曰：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蟬蜕塵

埃之中，優遊忽荒之表，亦取其適而已。樂由中出，故是此

而非彼也。然衆樂琴爲之首，古之君子，無間顯隱，未嘗一

日廢琴，所以尊生外物養其内也。〔６２〕

接下來描寫撫琴於茅齋清夜，文字雅潔，有明人小品意趣，楚楚

可觀。由序文可以看出，高氏雖植基於儒家來建構琴道的生成

流衍，而他個人撫琴態度卻是純然道家的。撫琴的目的在於優

遊自適，所以要去“彼”外物，取“此”内心。高羅佩的“去”、

“取”，很顯然受到了《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的影響〔６３〕。有趣的是，“樂由中出”出於《樂記》“凡音之

起由人心生也”，“未嘗一日廢琴”來自“士無故不撤琴瑟”；這些

儒家的概念，在此卻一概轉化爲“尊生、外物，養其内”的道家養

生之旨，無怪乎高氏説：

我以爲道家思想在琴道演進上具有決定性的優勢。或

以爲琴道的生成及其基本觀念源於儒家，我必須指出其内

涵卻是典型的道家。〔６４〕

他是以儒家的觀念支撑了道家，琴道的“三教論衡”裏，道家毫

無疑問占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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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雖爲中國原生之器，高羅佩卻指出琴也承受了外國影響，

所指即是佛教。他認爲撫琴時必須選擇山隈水邊、竹下松間的

場域，琴人必須更衣淨手、焚香端坐、息心慮靜，種種姿態均與佛

教“真言乘”（Ｍａｎｔｒａｙａｎａ）的儀軌有驚人的暗合之處〔６５〕。他提

出歷史上許多琴人本身即爲沙門弟子，如唐代的穎師，宋代的義

海、良玉〔６６〕。最重要的，他提到了歐陽修與琴僧知白的交遊，推

斷歐陽修《送琴僧知白》一詩可能是永叔聽知白彈奏“印度絃樂

器”，甚至大膽推斷即是印度“維那”琴（Ｖｉｎａ）〔６７〕。他也用了相

當篇幅論述了琴曲《釋談章》（《普庵咒》）的印度特色，認爲這

首迄今仍然廣受歡迎的琴曲可能來自於印度樂曲。如此，高羅

佩由撫琴習慣、琴人、琴曲等各方面都努力證成琴確實受到了佛

教的影響。

其實高羅佩並未提出“三教論衡”的説法，但如此由儒、釋、

道三家論琴，熟悉中國古史———特别是唐史的學者很容易聯想

到唐代在君王之前舉行的儒、釋、道“三教論衡”〔６８〕，因此本文

以“三教論衡”名之。本文以爲這一段論述是該書最精彩的地

方。首先，中國文化本來具備儒、釋、道三家由分庭抗禮而至融

冶一爐的特徵，作爲中國文化一部分的琴何能例外？因此，以

儒、釋、道分别論琴，融合匯集而成琴道，無可否認是一種正確理

解並表述琴道的方式，這是高羅佩慧眼獨具的創舉———雖然他

個人可能並未意識到此點，因此在章節安排上並未采用“三教

論衡”的架構。但他對於中國文化要義掌握的精準，令人歎服，

本文以“三教論衡”加以總括，也可以説是恰中其的。其二，由

於高羅佩自己並未提出“三教論衡”，因此他的三教其實是“失

衡”的。儒家部分著重於討論雅樂傳統的展延，卻未舉出任何

一曲以爲明證，僅在第四章論及“歷史之曲”時提及孔子作《猗

蘭》〔６９〕，連《文王操》這樣能够體現孔子琴道思想的琴曲也未曾

進入他的討論範疇，實爲遺憾。道家全身保真的理念與琴人最

爲相合，因此與道家相關的琴曲也占據了主要的篇幅。至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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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僅以一首《釋談章》爲例，也許由於高氏的博士論文《馬頭明

王諸説源流考》主題是印度文化，因個人的興趣愛好，極力陳述

佛曲與琴的關聯，但事實上推斷的《釋談章》來自印度之曲的論

證還是相對薄弱的。

四、 出今入古———《琴道》的書寫
策略與傳統文人想像

　 　 以上根據《琴道》所載分析評論了高羅佩重要的琴學觀點，

以此爲基礎，下文將進一步研探《琴道》撰作的時代環境與書寫

策略。本文以爲高氏的書寫策略，可以用“出今入古”，或“去今

返古”來涵括，其中很顯然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出今，二是入

古。上文討論的《琴道》内容、高羅佩琴學觀點等，都指向“入

古”的一面，本節則以《琴道》成書的時代氛圍爲背景，探究《琴

道》“出今”的一面；並整合上文，證成《琴道》“出今入古”的寫

作策略，其實是高羅佩傳統文人想像的體現。先由高羅佩撰寫

《琴道》的時代氛圍談起。

１９１９ 年五四運動前後，多數知識分子對於來自西方世界的

“新”事物，莫不傾心擁抱。如李孝悌所言：“任何事物，只要冠

上新的標籤，從維新，到新政、新學、新民、新文化，就都可以看成

是現代的。”〔７０〕在一個日新又日新的時代裏，名爲“古”琴的七

絃琴自然是不合時宜的，它獨善其身的風格修養，文弱寧靜的表

現方式，仿佛背負了窒礙國家進步的原罪，因而面臨了發展的困

難。榮鴻曾在《古琴與當今世界樂壇》一文中指出：

２０ 世紀……古琴的傳統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各種外

來的因素都逼使著古琴傳統，作出各方面的適應和

改變。〔７１〕

爲了因應時代的變局，如同查阜西先生在《今虞琴刊·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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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言：“爲古琴在今日音樂園地中爭取其應居之一席。”〔７２〕

“五四”以後的古琴在許多層面有了重大的“適應和改變”，首先

是古琴進入教育體系，首開先河的是 １９１７ 年山東諸城琴派的王

燕卿先生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古琴，更著名的是 １９１８ 年

山東諸城琴派王露（１８７７—１９２１）被蔡元培禮聘到北京大學教

授古琴〔７３〕。其次是將傳統的琴曲“減字譜”譯爲五綫譜，代表

性著作是 １９３０ 年代王光祈（１８９１—１９３６）《翻譯琴譜之研

究》〔７４〕，增加了小節綫、音符時值等代表“現代性”的西洋樂理

符號。其三是衆多琴人結集琴社，查阜西等人的“今虞琴社”即

爲一例〔７５〕，他們推動頻繁的琴人雅集交流、出版專刊，參與廣

播、音樂會等新媒體平臺，尋求更多的欣賞與認同。這些努力促

使古琴同時由内部和外部産生了質變，反映了這種古老樂器追

求現代性的努力〔７６〕。

由這種時代氛圍反觀高羅佩，他還真是以“今之古人”的姿

態出現在中國琴壇上。由《琴道》書中看來，他並不是不知道當

代琴壇諸公力求與現代接軌的企圖，他在書中也提到了當時的

王光祈、張友鶴、楊時百等人〔７７〕，但他顯然不認爲這類“追求現

代”的行動是他應該參與的。相反的，“回歸古典”纔是他的道

路，他很明顯地以傳統文人的視角，在觀看、整理、分析琴這種樂

器及其知識。這種與時代背道而馳的策略，即本文所謂“出今

入古”、“去今返古”之義。

先就“出今”來看，高羅佩與當時琴人、學者大異其趣的地

方是，《琴道》從來不曾試圖將古琴“嫁接”於西方音樂理論系統

之上。兹以《今虞琴刊》史蔭美《對於昌明琴學之我見》一文作

爲對照之例：

五正二變，現代之音階也。十二律呂，現代之音程也。

黄鐘基本，現代標準音之説也。三分損一、隔八相生，現代

之五度循環也。泛音兼用三分五分，現代之三和音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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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及變宫，與現代之 Ｆ＃及 Ｂ 其法雖不同，而其爲旋宫轉調

所生之結果則一。〔７８〕

這是 １９３０ 年代以西洋樂理詮釋傳統琴學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

這段短短引文中“現代”一詞出現了 ６ 次。表面上看來這是溝

通中西樂學的嘗試，深入細究，此中也反映了琴人内心深處的不

安，力求將傳統琴樂理論整合於西方樂學體系，無非是希望琴在

“現代”社會仍然能有“其應居之一席”罷了，類似作法，在琴界

是被普遍認可的。事實上，自清末陳世宜（匪石）大聲疾呼：“西

樂哉！西樂哉！”〔７９〕激烈地主張借西樂來使中國音樂文化面目

一新；民國初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倡導“採西樂之特長，以補中樂

之缺點”，諸人僅是“援西入中”的程度不同而已〔８０〕。以此反觀

《琴道》，雖然是爲西方讀者而寫，卻完全不用西洋樂理來解釋

琴，書中也不曾出現任何音樂符號、音程、調號、音名、唱名或五

綫譜。一個細微但明確的證據見於《琴道》第四章，當高羅佩談

到中國的五聲音階時，他寫下了“ｋｕａｎｇ — ｓｈａｎｇ — ｃｈüｅｈ —

ｃｈｉｈ — ｙü”，注解中僅以“宫、商、角、徵、羽”五個中文字作爲對

照，完全不提 Ｄｏ — Ｒｅ — Ｍｅ — Ｓｏｌ — Ｌａ等西洋樂理概念〔８１〕。

其實高羅佩是懂西洋樂理的，據説他曾以節拍器暗中測試琴人

節拍穩定度〔８２〕，可見他了解節拍不穩是琴人常見闕失，琴譜多

不記節拍也是琴的一大問題，但《琴道》於此完全避而不談。更

重要的是，在他的論述中極力推尊琴的文化位階，這就使他與當

時所謂“採西樂衆長、補中樂缺點”的時代風尚大相逕庭；他的

寫作策略明顯是“出今入古”、“去今返古”的。

再由“入古”的層面看，前兩節論述《琴道》内容及觀點都指

向此一結論，在此再加統整歸納。首先，上節析論高羅佩的重要

琴學觀，他的“去彼取此”顯示了對於傳統文人觀點的呼應。例

如他堅持採用 ｌｕｔｅ作爲英譯名而不顧樂器學的科學分析，理由

是 ｌｕｔｅ在西方世界與“典雅藝術、詩人吟詠”最爲密切相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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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琴在文化位階上與文人的緊密連結。當高羅佩解釋琴道如

何生成之時，他採用了“雅胡頡頏”、甚至“雅俗頡頏”的觀點，同

樣把古琴推尊爲文人專屬、雅樂傳統的代表。至於三教論衡的

觀念，雖然不是作者自己提出，但以儒、釋、道來理解中國文化，

確是傳統文人的重要理念之一。凡此均可見出作者强烈“入

古”的傾向。

其次，《琴道》一書廣蒐博採衆多古籍，呈現了作者對於傳

統文人知識體系的掌握及認同，也顯示高羅佩作學問的方式是

向飽學宿儒看齊的。他採用以資料突顯觀點的方法，徵引内容

不乏前人未曾注意的典籍，琴譜是其中尤爲特别的一項；明清兩

代有大量的琴譜傳世，高氏顯然是在蒐集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

絶佳的研究素材，而《琴道》中有關琴的曲調、曲目、指法、空間

場域、撫琴規範等論述，很多就出自於這些琴譜的記載。高羅佩

説，這是一個前人未曾觸及的領域，資料散落各處，有些資料是

經過年餘的尋尋覓覓，纔在日本或中國書店的陰暗角落發現

的〔８３〕。高羅佩甚至引用了日本的古典材料觀照中國———由於

高羅佩的學術方法是“用日本資料輔助自己對中國的研

究”〔８４〕，因此也特别關注琴在日本的流傳，這些論述占了《琴

道》的相當篇幅〔８５〕。他指出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有一位心向明

室的琴僧東皋禪師因“明清剥復，避秦無地”而東渡日本定居長

崎〔８６〕。東皋禪師（Ｔｏｋｏ Ｚｅｎｊｉ，１６３９—１６９５）俗名蔣興儔，字心越

（日文 Ｓｈｉｎｅｔｓｕ），號東皋，在日本傳授七絃琴，徒衆甚廣，傳世有

《東皋琴譜》。高羅佩對東皋禪師十分推重，輯有《明末義僧東

皋禪師集刊》一書〔８７〕。可以説他的琴學研究依循古人的治學方

法，卻又青出於藍，兼採罕見琴譜，兼跨中日文化，體現了跨文化

的宏觀格局。

其三，本書以多元角度呈現琴道，反映了作者取法於傳統文

人“君子不器”博雅通才的研究路向。胡光麃説：“高羅佩一樣

專家都不是，卻是一位業餘研究漢學範圍最廣的怪才。”〔８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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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除了廣泛地觀照經史諸子，更經常援引書法、繪畫、園林、

硯石等其他的文人藝術體驗來詮解琴。高氏在序中以明代林有

麟爲例，説明琴與其他藝文結合的必要，林氏於萬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著成《素園石譜》，次年又出版《青蓮舫琴雅》〔８９〕，而高氏

也是在完成了關於宋人米芾的《米海岳硯史考》之後開始撰作

《琴道》〔９０〕。高氏引《青蓮舫琴雅·序》云：“蓋絲與石原自作合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ｃｌｏｓ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ｓｔｒｉｎｇｓ）。”〔９１〕因爲琴與石之間自有其和諧與呼應，不可須臾相

分，所以兩書相繼完成。推而大之，琴與其他書畫園林山水的關

係亦無不如是，本書因而呈現了藝文跨界的特色，也是另一項

“出今入古”的明證。

除以上所論關鍵性議題，我們還可留心《琴道》一書中若干

細枝末節之處，也具有“出今入古”的特色，例如書的章節編排，

由前序、後序、琴的起源、中國音樂思想、琴道、撫琴的空間場域、

指法……依序至文摘、故事，除了不收琴譜，書的章節結構與傳

統琴譜有闇合之處〔９２〕。再如論述琴的彈奏環境，引用明代琴家

楊表正“琴有十四宜彈”及“琴有十四不宜彈”〔９３〕，其中“不宜”

與琴發生關聯的人物包括夷狄、俗子、商賈、娼妓。如前文所述，

宋代有所謂“琴僧派”，歌兒舞女、戲子伶人精於琴藝的所在多

有，史不絶書。至於夷狄彈琴，北魏時期就有許多胡人貴族彈琴

的確證〔９４〕，而高羅佩自己豈不就是一個絶佳的反證？在此，高

羅佩已仿佛化身傳統文人，指斥外國人不得彈琴。當然，這類説

法可以引起讀者（尤其是外國讀者）高度興趣，並對於琴道尊嚴

贊歎不已。

要證成《琴道》一書是高羅佩對傳統文人想像的實踐，最重

要的是確認高氏確實懷有文人想像，這種想像屢見於高氏的衆

多好友筆下。巴嘉迪及萬蓮琴已指出“他的理想是要成爲一個

傳統的中國式學者型官員”〔９５〕，陳之邁的描述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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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這些作爲，可見他的理想是中國傳統文人雅士詩

酒風流，琴棋書畫的生活。……他爲人寫字幅之時，最常自

署“荷蘭高羅佩”，目的在不使人誤會他忘了祖國，但在行

文裏則不時用“吾華”等字樣。〔９６〕

何四維（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ｅ）於此有更深入的闡發：

他所廣泛收集的研究資料，或者可以將他整理歸成一

個主題———一個關於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前途以及興趣

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將他引入藝術、書法、和音樂的境

界。繼而他成了收藏家，大家所稱羨的書法家，而又能彈奏

中國的古琴與琵琶。〔９７〕

可以確知文人想像顯然是他的人生態度。相對於“現代化”帶

來所謂“專家”的概念，高羅佩嚮往的則是“君子不器”、詩酒風

流的博雅通才，他對於自我生命的定位體現在《琴道》的撰寫

上，爲讀者（尤其是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以琴爲核心，旁及於

書法、繪畫、園林、硯石等相對全面的中國藝文的生活方式及美

學氛圍，本文認爲《琴道》是高氏傳統文人想像的進路與實踐，

至此應可以獲得確證了。

有關《琴道》的文人想像還有兩點值得一提。首先，中國的

琴道經歷了長久的歷史積澱纔逐步成形，明代以後琴譜反映的

是千年以來琴學日趨文人化、精緻化的理想，如“十四宜彈”、

“十四不宜彈”即是一例。如果未經説明，《琴道》的論述不免讓

讀者誤以爲這就是“真實的”琴道，或“千年不變的”琴道。高羅

佩的朋友都知道他最推崇明代文化，他的收藏以明代文物爲多，

書齋也名爲“尊明閣”，《琴道》的取材、觀點大抵不脱明人風味。

追根究底，高羅佩回歸古典，其實是回歸了明代的文化國度，他

的文人想像，其實是想像著明人風度。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羅佩

是以明代的琴學理想框架了中國的千年琴道，歷史長河中的琴

學發展經過他的篩撿壓縮，成爲一片明代風景的切片，這也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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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最大的遺憾，如果名爲《明代的琴道》可能會更名實相符。

另一問題牽涉到高羅佩的文化認同；近年文學理論盛談

“他者”（ｏｔｈｅｒ），他者與自身的對立，從性别、膚色、年齡、性取向

等，都成爲建構“他者”、區分彼我的必要條件。在文化研究中，

他者主要指涉了非白人、劣勢者，這種論述强化了西方政治與文

化的核心地位〔９８〕，也正是高羅佩的時代、２０ 世紀初期西方殖民

主義盛行時的主要趨勢。音樂史學者經常提及 １９ 世紀中葉西

方音樂家白遼士（Ｈｅｃｔｏｒ Ｂｅｒｌｉｏｚ，１８０３—１８６９）初次面對中國音

樂的震撼：

中國人弄出來的那聲音啊，從没聽過這麽怪的。〔９９〕

白遼士以“捏著鼻子”、“扯著喉嚨”、“呻吟”、“尖叫”等詞彙毫

不客氣的批評京劇，試圖劣等化、妖魔化這未曾聽聞的東方異國

之音，這是明顯地視爲“他者”。相形之下，高羅佩對於琴學的

傾心喜愛與深入理解，似乎完全不以“他者”看待中國，甚至他

行文使用“吾華”等詞，可以説他已被“他者”“他者化”了。然

而，不可須臾或忘的是，高羅佩身爲外交官，他的言行其實是母

國荷蘭的代表，他對荷蘭的愛與認同猶如血管中汩汩流動的熱

血，應是無庸置疑的。也許我們可以將高羅佩理解爲迴旋出入

於“他者”和“我者”之間的一個特殊例子。

結　 　 論

《琴道·序》開篇即有如下文字：

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ｍａｙ ｂ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ｍ ｗｈｏ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ａｔｈ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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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出於北宋文學家歐陽修 １０３３ 年所作《江上彈琴》〔１００〕，此引

文解答了衆多音樂學者的質疑———高羅佩此書試圖呈現的是

“琴意”而非“琴聲”，無怪乎他念兹在兹的是“ｃｕｌｔｕｒａｌ”（文化

的）的琴，而非“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音樂學的）的琴。《琴道》一書音

樂性的不足，令人遺憾，可以説這在作者執筆成文之時就已注

定了。

《琴道》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作品，大概是近代中國最早

一部以單一樂器爲研究對象的英文著作，但這畢竟已是 ７０ 年前

的舊著，此書出版時高羅佩也不過是即將三十而立的青年。如

果我們僅能歎服於此書是古琴研究的“集大成者”，豈不代表了

半世紀以來學術的停滯不前？因此，本文除了梳理高羅佩與琴

結緣的大概歷程、《琴道》一書的内容及若干學界書評，也針對

書中的幾個概念性的問題，包括琴的英文譯名、琴道的生成、琴

道的“三教論衡”等加以討論並分析批評；更重要的是，本文提

出高羅佩採用“出今入古”的寫作策略，因而此書成爲他個人追

尋中國傳統文人想像的實踐。

２０ 世紀前半期，整個中國沉浸在追求“現代化”的氛圍中，

當傳統藝術面對“現代化”的大潮時，無不努力重整原有的知識

體系，爲自己在新時代裏找到合理的定位點。這是《琴道》寫作

時的時代氛圍。但高羅佩卻另出機杼：他不以西方音樂理論來

合理化中國的琴學傳統，而是採用了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書

寫策略，“君子不器”的通才視角，以傳統文人的治學方法，徵引

大量的經史文集，旁及於園林、書法等其他藝文，立足於雅俗對

立的傳統音樂史框架，以“三教論衡”形式辯證儒、釋、道的琴

曲。他既不嘗試以西釋中，也不力求會通今古，其實，他是以傳

統文人的藝文品味與生活美學襯托了琴。《琴道》一書其實是

以紙上談兵的方式，實踐了中國傳統文人想像。這種書寫策略

是否隱含了對於當時中西學界風潮的反思？我們不得而知，可

以確定的是，這位現代洋客外交官，藉著《琴道》及其他衆多漢

８７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學著作，的確展現了他暫别現代的企圖，以及對傳統惓惓不可自

拔的嚮往。本文雖對《琴道》提出了諸多批評，但也不能不承

認，此書是瑕不掩瑜的傑出之作，而後人在高羅佩的驚人才華與

成就面前，也不能不再三地贊歎拜服。

（作者：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注釋：

〔１ 〕　 胡光麃先生的原作《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六十洋客》連載於《傳記文學》，有關

高羅佩的記載見於 ３８ 卷第 ４ 期（總號數 ２２７，１９８１ 年 ４ 月）。胡先生將高羅

佩列入《七位華風西漸的哲人》（Ｓｅｖｅ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包括了翻譯

《十三經》的英國學者理雅格（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５—１８９７）、研究敦煌的法國學

者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專精語言經學的瑞典學者高本漢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收集器物及書籍的美國收藏家佛里爾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ｅｅｒ，１８５６—１９１９）與葛思德（Ｇｕｉｏｎ Ｇｅｓｔ，１８６４—１９４８），以及專精中

國科技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１９００—１９９５）。此文後來出版

成書，改名爲《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頁 ４９２）。其中如伯希和、高本漢、李約瑟等人均是西方漢學界開宗立派、

影響甚廣的宗師，高羅佩能與他們同列，可見其學術成就已得到人們的

肯定。

〔２ 〕　 有關高羅佩的生平事迹，除了以上所引胡光麃《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

客》，另一本值得參閲的早期著作是陳之邁（１９０８—１９７８）的《荷蘭高羅佩》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９ 年，中文頁 ７４，英文頁 ５７）。陳之邁與高羅佩

同爲外交官，兩人時相過從，因此有許多一手見聞，此書的資料也被其他文

章廣泛徵引，書中還收入了方豪、何四維（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ｅ）等人研究高羅佩

的著作。最近的一本較完整的傳記是荷蘭文的《大漢學家高羅佩傳》（施輝

亞譯，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頁 ３１５），此書的作者爲荷蘭 Ｃａｒｌ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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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ｋｍａｎ（中文名巴嘉迪）、Ｈｅｌｅｎａ ｄｅ Ｖｒｉｅｓ — 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ｅｖｅｎ（中文名萬蓮

琴），他們都與高羅佩相熟，曾與他共事交遊，此書儘可能納入了高羅佩的日

記及自己撰寫的《自傳稿》，十分值得參考。又，李美燕《琴道———高羅佩與

中國古琴》（上册）（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２０１０ 年）是作者親赴荷

蘭萊頓大學研究高羅佩蒐藏並訪談親友後著成，有關高羅佩的生平事迹有

發前人未發之處，但此書僅出版上册，尚未進入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的

討論。

〔３ 〕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外交部半月刊》有外交部專員靳志《荷蘭駐華大使館祕書高羅

佩與華籍水女士世芬結婚七律二首以爲祝賀》，詩句“琵琶休奏思鄉曲”、“笳

拍新聲方入破”，都在稱贊高羅佩能彈琴，見《外交部半月刊》（重慶，１９４４）第

一卷第一期，頁 ２４。此處“世芳”作“世芬”，不知是否錯字。靳志（１８７７—

１９６９）爲前清進士，後任職外交部，以書法聞名。

〔４ 〕　 參見《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頁 ３０５。

〔５ 〕　 參見《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１７。

〔６ 〕　 以世俗標準而言，高羅佩稱不上是一位完美的外交官或公務員，《大漢學家

高羅佩傳》記載他在重慶時，婁翁克大使當衆斥責他：“他媽的，高羅佩，你再

也不能這樣偷懶下去！你每天 １１ 點纔來上班……我也已多年没有看到你寫

的政治報告，我再也不能接受這種情況。”（頁 １２８）他對於學術過度投入，以

致長官嘖有煩言，但由於高羅佩對駐在國的語言文化了解甚深，有時反而能

寫出精彩的政治報告。

〔７ 〕　 見《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６６。

〔８ 〕　 見《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５１。

〔９ 〕　 《大漢學家高羅佩傳》裏提及他拜訪許世英，在會面中高羅佩“以微妙的方式

提出建議，該大使指定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員給高羅佩講中文課”。這位工作

人員就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精於文史書畫的孫湜。據《國民政府檔案·駐

外使領人員任免》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許世英被任命爲中華民國駐日本全權大使（國

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檢索時間：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高羅佩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抵達東京，此次會面是高羅佩抵日半年多以後。同時高羅佩也認識了

中國駐日大使館參事王芃生，這兩位後來都成爲高羅佩最要好的中國朋友，

王芃生在重慶時曾協助他編纂《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１９４４ 年由重慶商

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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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摘録自《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５２—５３。

〔１１〕　 轉引自李美燕《琴道———高羅佩與中國古琴》（上册）頁 ２５。我們不能確知

高羅佩此時是否理解清初琴家周魯封及其參與修訂《五知齋琴譜》的重要

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可見高羅佩當時對琴譜文獻已有一定的了解，但也

不排除是葉詩夢告知，或後來的追記之言。

〔１２〕　 查阜西在《十八琴士題詩夢先生遺像》中指出葉詩夢“又號六琴齋主，所藏不

止六琴，以得意者祇六琴耳”。六琴之一即爲“昆山玉”，被葉詩夢評爲“藏琴

第一”，原屬匯集編校《五知齋琴譜》的琴家周魯封珍藏。葉詩夢得到“昆山

玉”的經過見嚴曉星《葉詩夢避山洪得佳琴》一文，收入《近世古琴逸話》（北

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頁 ７—９。

〔１３〕　 葉詩夢最初學琴於劉容齋、祝桐君、孫晉齋、黄勉之、李湘石、釋雲閑等各派

名家，融會諸派，爲當時的琴學宗師之一，著有《詩夢齋琴譜》，所藏名琴包括

唐代最著稱的“雷琴”“九霄環珮”（現藏北京博物院）等。

〔１４〕　 《琴道》一書的扉頁有如下文字：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ｌｙ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Ｙｅｈ Ｓｈｉｈｍｅｎｇ （ｏｂｉｉｔ １９３７ ａｅｔａｔｅ ７４）ａ

ｇｉｆｔｅｄ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１５〕　 《十八琴士題詩夢先生遺像》掛軸將葉詩夢撫琴像置於中央，題詠佈於四周，

裱爲巨幅立軸，現存於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高羅佩的題記已見前段徵引，

其餘題者還包括查阜西、徐元白、沈尹默、關仲航、裴鐵俠等人。這一件近世

琴壇軼事頗爲可貴，李美燕在《高羅佩與中國古琴》（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

學術館，２０１０ 年）一書中已有討論。

〔１６〕　 見高羅佩《明末義僧東皋禪師·序》，轉引自《荷蘭高羅佩》。

〔１７〕　 參見《荷蘭高羅佩》頁 ７。

〔１８〕　 參見《荷蘭高羅佩》頁 １４。

〔１９〕　 參見氏著《操縵瑣記》（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 年）卷五，頁 ２２７—２２８。就個

人所見，這是唯一來自專業琴人對高羅佩琴藝的評價，此時距高羅佩拜師習

琴已將近十年，如果僅能八九曲，且板拍徽位不準，應是業餘琴人的水準，陳

之邁以“高山流水”稱之，洵爲溢美。張子謙（１８９９—１９９１），祖籍江蘇，１３ 歲

時正式拜廣陵派名琴家孫紹陶爲師，其後移居上海浦東，與查阜西、彭祉卿

相遇，爲琴家之“浦東三傑”。《操縵瑣記》爲其 １９３８—１９６６ 年間琴學活動、

彈琴心得的實録，記録翔實，包含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１８４“琴道”何在？ 　



〔２０〕　 查阜西（１８９５—１９７６），號鎮湖，祖籍江西，是民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琴人之

一，發起並參與“青溪”、“今虞”等琴社。１９４９ 以後在北京成立古琴研究會，

主持全國琴人琴藝傳承調查，編印《琴曲集成》３０ 册，並教授衆多學生，是琴

界領袖人物。

〔２１〕　 見《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５４。

〔２２〕　 Ｈｓｉ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Ｔｏｋｙｏ：Ｓｏ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ｔｌａｎｄ，Ｖ ｅｒｍｏｎｔ：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Ｔｕｔｔｌｅ Ｃｏ．，

１９４１ １ｔｈ ｅｄ．，１９６９ ２ｎｄ，ｒｅｖ． ｅｄ． ． ｐ． １３３． 高羅佩其他音樂著作包括前文提

到的《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一書，以及《中國雅琴及其東傳日本》、《琴銘

之研究》、《論三面古董琴》、《中國古筝簡論》等單篇論文，部分單篇論文已

改寫收入《琴道》作爲附録，其著作目録可參見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Ｍｕｓｉｃ，”Ｖｏｌ． １，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ｐｐ． ２３ ３０． 無庸置疑，高羅佩最重要的音樂著作當推《琴道》

及《嵇康及其〈琴賦〉》二書；此外他還蒐藏有大量琴譜，包括《碣石調幽蘭》、

《龍吟館琴譜》、《律音彙考》、《琴學入門》、《松風閣琴譜 》等數十種。

〔２３〕　 高羅佩此後的學琴經驗僅見片段記載，他自言曾透過查阜西先生的引薦，認

識了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琴家。據現有資料，他曾向關仲航、管平湖等人

習琴，與徐元白、徐文鏡、汪孟舒、裴鐵俠、張子謙，以及北京白雲觀道士安世

霖等琴人交遊，並在重慶任職時期參與“天風琴社”，甚至曾經公開演出爲抗

戰募款，陳之邁、謝孝苹（《雷巢文存》）等於此均有記述。陳之邁、胡光麃書

中還收有高羅佩贈給徐文鏡的七律：“漫逐浮雲到此鄉，故人邂逅得傳觴。

巴渝舊事君應憶，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績敢云希陸賈，遊迹聊喜繼玄奘。匆

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滄浪萬里長。”是戰後香港重逢之作。相關資料仍難以

重建其一生學琴歷程。

〔２４〕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牶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 Ｔｏｋｙｏ：Ｓｏ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 ＆ Ｒｕｔｌａｎｄ，Ｖｅｒｍｏｎｔ：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Ｔｕｔｔｌｅ Ｃｏ．，１９４０ １ｔｈ ｅｄ．，１９６９ ２ｎｄ，ｒｅｖ． ｅｄ．，ｐ． １３３．

〔２５〕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ｘ．

〔２６〕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ｖｉｉｉ．

〔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 ６１，Ｎｏ． ４ （Ｄｅｃ．，１９４１），

ｐｐ． ２９９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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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參見《荷蘭高羅佩》頁 ７。

〔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 ９１，Ｎｏ． ４ （Ｏｃｔ．  Ｄｅｃ．，１９７１），

ｐ． ５１４．

〔３０〕　 《大漢學家高羅佩》頁 ５４。

〔３１〕　 宫宏宇：《荷蘭高羅佩對中國古琴音樂的研究》，《中國音樂》（１９９７，２，總 ６６

期）頁 １６。

〔３２〕　 謝孝苹：《雷巢文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十卷《荷蘭漢學家

高羅佩》頁 ７６５。

〔３３〕　 張萍：《高羅佩：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頁 １。

〔３４〕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２ （Ｍａｙ， １９７１ ），

ｐｐ． ２８９ ２９２．

〔３５〕　 參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ｐｐ． １ ２。

〔３６〕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ｔ（屈志仁），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１）ｐｐ． ３８ ４９。本刊這一期爲高羅佩的紀念專刊，屈志仁曾任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館長，是一位知名的琴家及藝術史學者。

曾有學者以爲屈志仁先生是臺灣中研院院士屈萬里先生後人，實屬誤解。

〔３７〕　 在觀察後人評價高羅佩的同時，可以發現迄至今日，中國學者仍然一面倒地

對高羅佩贊譽備至，有褒無貶，呈現了中國學界對於西方漢學研究的微妙

心理。

〔３８〕　 “去彼取此”在《老子》一書中出現三次，分别在第十二章、第三十八章、第七

十二章；三次的“彼”與“此”都有不同的内涵指涉，下文討論《後序》時將有

申論。

〔３９〕　 參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ｖｉｉｉ。本文所引《琴道》譯文均由筆者自譯，

以下同。

〔４０〕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 爲德裔美籍音樂學家，有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５０． ｐ． ５０５）及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５． ｐ． ２２８）等重要著作，是現代樂器學

研究的先驅之一。

〔４１〕　 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ｉｘ

〔４２〕　 Ｈｏｒｎｂｏｓｔｅｌ，Ｅｒｉｃｈ Ｍ． Ｖ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ｙ Ａｎａｔｈｏｎｙ Ｂａ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ｌａ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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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Ｗａｃｈｓｍａｎ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

〔４３〕　 根據 ＨｏｒｎｂｏｓｔｅｌＳａｃｈｓ 的樂器分類，Ｚｉｔｈｅｒ 屬於“簡單絃鳴樂器”（ｓｉｍｐｌｅ

ｃｈｏｒｄｏｐｈｏｎｅ），Ｌｕｔｅ爲“複合絃鳴樂器”（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ｈｏｒｄｏｐｈｏｎｅ），前者指絃的

支架（Ｓｔｒｉｎｇ Ｂｅａｒｅｒ）與共鳴箱是可分割的，去除共鳴箱後樂器的發音裝置仍

可維持，後者則去除共鳴箱之後，樂器的結構即遭受破壞無法彈奏。

〔４４〕　 高羅佩對此有清楚理解，他説：“西方的魯特琴其實與中國的梨形琵琶更爲

形似。”（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ｉｘ．）

〔４５〕　 屈志仁指出高將琴譯爲 Ｌｕｔｅ是“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ｓ”

見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１）

ｐ． ３８。呂振原則指出這是個嚴重的錯誤（ｇｒａｖｅ ｅｒｒｏｒ），見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 （Ｍａｙ，１９７１），ｐ． ２８９。

〔４６〕　 因此他先確定以 ｌｕｔｅ 作爲琴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但在行文中，仍然不排

除使用 Ｃｈｉｎ的音譯。

〔４７〕　 高羅佩認爲：“樂器展現的音樂性靈，及其母國文化中所占有的位階，與其形

狀結構應有同等的重要性。”（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ｉｘ．）但根據此處所

論，高羅佩正好忽略了琴與琵琶在中國音樂史上不同的文化位階及懸絶的

音樂性靈。

〔４８〕　 本書《後序》篇末曰：“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盡，更申之如右，然所欲

言，未磬什一云。”（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ｘｉｉｉ《後序》）可知“琴道”是他

自己命名的。

〔４９〕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ｐｐ． ３５ ３６．

〔５０〕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ｐ． ３５．

〔５１〕　 桓譚（公元前 ３５—公元 ５０）《新論》中有《琴道》一篇，現存《新論》均爲後人

輯本，就現存資料看來，《琴論》内容包括了琴制、琴體、琴人、琴聲與人事國

事相應等類别。耿慧玲以爲，桓譚是將儒家禮樂政教之論推至於琴，以釐清

琴在儒生輔政的政治氛圍中的地位。參見耿慧玲《桓譚〈新論〉中的〈琴

道〉》，收入《琴學薈萃———第一届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

書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４４—５３。

〔５２〕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曰：“《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５３〕　 高羅佩運用了西方文學中經常出現的“樂園情結”（ｐａｒａｄｉｓｉａ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來

解釋，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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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３６ ３８。

〔５５〕　 《琴道》第二章討論了《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由中

出故靜”，“故樂行而倫清，耳聰目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等觀

念。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２２ ２７．

〔５６〕　 參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４３．

〔５７〕　 參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４．

〔５８〕　 參見拙作《“縱任不拘”與“風韻清遠”———東晉南朝的士族與琴》，收入《琴

學薈萃———第一届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１０ 年）

頁 ２７５—３０８。

〔５９〕　 由論述的次序來看，先儒家，次道家，再次心理因素，又其次外國影響（即佛

教），作者顯然並未由儒、釋、道“三教論衡”的架構去思考琴道，然而其論述

内容則是頗爲典型的三教論衡。參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３５

５６． 所謂“心理因素”主要在討論文人依違周旋於俗樂及琴之間的心理狀態，

因爲世俗場中充斥歌聲舞影、觥籌交錯，因此文人反而要在言談詩文中更加

肯定古樂，也更要時時退居書齋，撫琴養心，所强調的仍是相互對立而相互

提升的觀念。

〔６０〕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４３，７２。高羅佩依據的是應劭《風俗通義》，

但追本溯源還應推到《禮記》“士無故不撤琴瑟”之説。

〔６１〕　 《琴學叢書·琴學問答》，收入《琴曲集成》第 ３０ 册（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頁 ３７４。楊宗稷（１８６５—１９３３），字時百，號九嶷山人，２０ 世紀初在北京

拜名琴家黄勉之爲師，高羅佩之師葉詩夢爲其師兄。所編的《琴學叢書》４３

卷約 ７０ 萬言，收録大量琴學文獻資料。

〔６２〕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ｘｉｉｉ《後序》。

〔６３〕　 “去彼取此”在《老子》一書中三次出現，其中第十二章是老子音樂思想關鍵

所在，文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一味向

外追求外界的耳目聲色之娱，終難滿足，因此“聖人爲腹不爲目”，與高羅佩

務内不務外、“尊生養内”之旨正相合。

〔６４〕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４９．

〔６５〕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５０ ５１． Ｍａｎｔｒａｙａｎａ“真言乘”，即密宗的一支，

是廣義的“金剛乘”的右派，以《大日經》爲主，即指純密。富於穩健之神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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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欲藉咒術實現宇宙與精神之合一，以支配自然與人事，此派又稱爲真言

乘（Ｍａｎｔｒａｙａｎａ），自我國傳至日本，成爲真言宗，稱爲唐密或東密。參見《佛

光大辭典》頁 ４４７７。

〔６６〕　 穎師爲唐代琴僧，韓愈有《聽穎師彈琴》（《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九）。釋良

玉曾與梅堯臣來往，梅堯臣有詩《送良玉上人還崑山》（《全宋詩》卷二五

九）。義海之琴傳自慧日大師夷中，爲北宋“鼓琴第一”琴待詔朱文濟的再傳

弟子。有關沙門彈琴，學界有所謂“琴僧派”之説，相關研究參見許健《琴史

初編》、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與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０６ 年）、

司冰琳《中國古代琴僧及其琴學貢獻》（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

２００７ 年）。

〔６７〕　 高羅佩誤“知白”爲“和白”（Ｈｏｐａｉ）。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５１ 内

文及注 ７９。

〔６８〕　 參見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臺北：商務印書

館，１９５５ 年）頁 １５９—１７６。

〔６９〕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９３．

〔７０〕　 有關“五四”前後所謂“新”的概念，周策縱、李歐梵、王德威等人均已提出精

闢的看法，本文不必贅言，只以李孝悌的一段話爲證。參見氏著《戀戀風塵：

中國的城巿、慾望與生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 年），頁 １４４。

〔７１〕　 參見榮鴻曾《古琴與當今世界樂壇》，《文藝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頁

８８—８９。

〔７２〕　 《今虞琴刊》（上海：今虞琴社，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頁 ４。本書封面記刊行日期爲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其時淞滬戰爭已起，實際出版時間爲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７３〕　 １９１７ 年王燕卿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古琴，參見成公亮《從諸城古琴到

梅庵琴派———王燕卿先生和他的弟子徐立孫》一文，收入氏著《秋籟居琴話》

（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９ 年）。王露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應蔡元培之邀在北大開

音樂會，６ 月初即以古樂教師的身份被聘入北大，前後經過均載在《北京大學

日刊》。其後王露並在北大音樂研究會發行的《音樂雜誌》上發表文章。

〔７４〕　 王光祈《翻譯琴譜之研究》，１９３１ 年初版（臺北：中華書局，１９７１ 年）本書研

究分析七絃琴的記譜法，並譯《平沙落雁》爲五綫譜，其目的是提供音樂創作

的素材。

〔７５〕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今虞琴社在蘇州成立，因爲推崇明代虞山派嚴天池，以“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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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自勉，故曰“今虞”，同年底又在上海成立“今虞琴社分社”。成立的目的

即在於溝通古典和現代，“以前進之方法，對準時代之需要爲之修飾整理，發

揚而光大之”（查阜西《今虞琴刊·發刊詞》）。

〔７６〕　 有關民國初年古琴如何現代化的議題，參見羅愛湄《古琴與中國音樂現代化

（１９１８—１９３７）》（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２００９ 年）。

〔７７〕　 高羅佩提及民國之後古琴的發展，特别指出受到西方教育的年輕音樂學者

開始研究古琴，所舉之例即是王光祈《翻譯琴譜之研究》，也提到張友鶴在

《音樂雜誌》上連續發表的《學琴淺説》，並提及葉璋伯因“怡園琴會”而編

《會琴紀實》、楊宗稷（時百）在北京教琴並蒐集琴譜等事。高以樂觀的態度

看待民國後古琴的發展，他認爲“琴學之復興（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指日可待”。見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２１，３４．

〔７８〕　 史蔭美：《對於昌明琴學之我見》，《今虞琴刊》頁 ５０。

〔７９〕　 陳世宜（１８８４—１９５９），字小樹，號匪石，１９０３ 年發表長文《中國音樂改良

説》，抨擊傳統音樂，主張學習西樂。載在《浙江潮》第 ６ 期，《浙江潮》爲晚清

留日學生在日本東京發行的革命刊物。

〔８０〕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之演説詞》，楊傳荃記，原載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北京大學日刊》，收入《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頁 ８２。

〔８１〕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 ８６． “ｋｕａｎｇ”應作”ｋｕｎｇ”，原書誤。

〔８２〕　 據説關仲航（１９００—１９７０）兩次彈奏《平沙落雁》，節奏分毫不差，高羅佩因而

拜之爲師。見嚴曉星《高羅佩暗測節拍》，《近世古琴逸話》頁 ８７—９０。

〔８３〕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ｘ．

〔８４〕　 《自傳稿》，轉引自《大漢學家高羅佩》頁 ６６。

〔８５〕　 《琴道》第一章及《附録四·中國琴在日本》（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ｐ． ２１，ｐｐ． ２１７ ２４９．

〔８６〕　 “明清剥復，避秦無地”節録自東皋《日本來由兩宗明辨》一文，轉引自謝孝苹

《雷巢文存》卷十三《旅日琴僧東皋心越傳略》，頁 １０１３。

〔８７〕　 《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重慶：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４ 年。收入《中華佛教人

物傳記文獻全書》第 ４８ 册，北京：綫裝書局，２００５ 年。中國學界因高羅佩的

介紹開始注意東皋禪師，其間過程參見謝孝苹《旅日琴僧東皋心越》一文（與

前引《旅日琴僧東皋心越傳略》爲不同文章），載在《音樂研究》（１９９３ 年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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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４ 期），頁 ７５—８２。其後收入謝孝苹《雷巢文存》卷 １３，頁 １０４０—１０５５。

近年關於東皋禪師的研究頗多，此處不贅。

〔８８〕　 參見胡光麃《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頁 ３０３。

〔８９〕　 林有麟，字仁甫，號衷齋，明松江華亭人，以父蔭官至四川龍安府知府，著有

《素園石譜》四卷及《青蓮舫琴雅》四卷，兩書均著録於《四庫全書總目》。

《素園石譜》有“萬曆癸丑孟冬日”著者自序，《青蓮舫琴雅》自序也稱“萬曆

癸丑”作，按萬曆癸丑爲四十一年，現存萬曆四十二年原刊本，可知兩書確是

前後相續而成。

〔９０〕　 高羅佩著《米海岳硯史考》（Ｍｉ Ｆｕ ｏｎ Ｉｎｋｓｔｏｎｅ），Ｐｅｋｉｎｇ：Ｈｅｎｒｉ Ｖｅｔｃｈ． １９３８．

ｐ． ７０ （ｗｉｔｈ １２ ｉｌｌ． ａｎｄ ｍａｐ）。此書是宋人米芾《硯史》的英文翻譯箋注。

〔９１〕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ｘｉ ｘｉｉ．

〔９２〕　 《四庫全書總目》評林有麟《青蓮舫琴雅》曰：“凡古琴之制度、名稱、典故、賦

詠，是編悉爲采録，而琴譜反黜不録，蓋隸事之書，非審音之書也。”這段評語

用在《琴道》亦無不可，《青蓮舫琴雅》見於《琴道·序》，或許《琴道》的章節

編排曾受到此書的影響也未可知。

〔９３〕　 “琴有十四宜彈：遇知音，逢可人，對道士，處高堂，昇樓閣，在宫觀，坐石上，

登山埠，憩空谷，遊水湄，居舟中，憩林下，值二氣清朗，當清風明月。”“琴有

十四不宜彈：風雷陰雨，日月交蝕，在法司中，在巿廛，對夷狄，對俗子，對商

賈，對娼妓，酒醉後，夜事後，毁形異服，腋腹臊嗅，不盥手潄口，鼓動喧嚷。”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ｐｐ． ６１ ６２． 高羅佩徵引自明楊表正《琴譜合璧大

全》，亦見楊表正《重修真傳琴譜》卷二（《琴曲集成》第 ４ 册，北京：中華書

局）頁 ２９４—２９５。楊表正（１５２０—１５９０）一生隱居泉林，爲明代江派的重要

琴家。

〔９４〕　 參見拙作《異國喧聲中的淡雅音韻———北朝之琴研究》，收入《漢唐音樂史首

届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音樂學院，２０１１ 年）。

〔９５〕　 見《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頁 ５１。

〔９６〕　 見《荷蘭高羅佩》頁 ７。

〔９７〕　 《續談荷蘭高羅佩先生》，何四維著，方豪譯，收入《荷蘭高羅佩·附録》

頁 ６９。

〔９８〕　 參見廖炳惠《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關鍵詞 ２００》（臺北：麥田出版

社，２００３），頁 １８５—１８７。Ｐｅｔｅｒ Ｂｒｏｏｋｅｒ，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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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 年）頁 ２７８—２８０。

〔９９ 〕　 白遼士（Ｈｅｃｔｏｒ Ｂｅｒｌｉｏｚ），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１９５６）ｐｐ． ２４７ ２４８．轉引自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Ｊｏｎｅｓ著，宋偉航譯《留聲中

國：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臺北：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４ 年），頁 ３３。這是白遼

士於 １８５１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初次聽聞中國京劇時的評語，有如“被骨頭

骾在喉嚨中的貓叫聲”。

〔１００〕　 《歐陽修全集》，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１ 年）卷五一，頁 ７２５。有

關歐陽修此詩的討論，參見拙作《歐陽修之琴與北宋士風》，《中國文學學

報》第 ２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北京：北京大學中國

語言文學系）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頁 １７９—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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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Ｓｈｅｎ Ｔｕ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ｔｃ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１９１０ １９６７）ｗａｓ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ｗｅｌｌ ｖ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ｑ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ｓｔｒｉｎｇｅｄ ｚｉｔｈ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Ｇｕｌｉ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ｔｈｕｓ ｈ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ｏｎｅ ｂｏｏｋ 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牶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ｕｑ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Ｉ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ｕｑ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ｉｒｄ，Ｉ ｗｉｌ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ｕｑ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Ｆｉｎａｌｌｙ，Ｉ ｗｉｌｌ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ｈｉ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ｈｏｗ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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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ｑｉｎ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Ｃｈｉｎ （Ｓｅｖｅｎｓｔｒｉｎｇｅｄ ｚｉｔｈｅｒ，

Ｇｕｑｉｎ），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Ｌｕｔｅ，Ｌｕｔｅ，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Ｄｅ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９４“琴道”何在？ 　


